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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蕴涵着浓重的互惠性特征，互惠偏好是对理性偏好的补充和超越。产学研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创新战略，但我国产学研协同效率一直较低，产学研效率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参与主体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和行为。互惠性偏好与产学研协同具有天然的拟合性，产学研互惠性协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缓和利润分配中的冲突。我国企业和高校在产学研协同中不仅缺乏互惠性协同价值的认识，也缺乏必要的互惠性协同技能和经验。互惠性协同可以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层面来展开，不仅丰富产学研协同理论，也提高了产学研协同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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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trong reciprocity features in the human socio-economic system. Reciprocity preference is the comple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rational preferenc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IUR) is a basic innovation strategy in China, but its efficiency is still low, to some extent, the lack of IUR efficiency originates from the extreme egoism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the participants. Reciprocity preferences and IUR collaboration have a natural fit. Reciprocity collaboration between IUR collaboration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reduce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and mitigate conflicts in profit distributio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between IUR collaboration lack not onl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reciprocal collaboration, but also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experience of reciprocal collaboration. Reciprocal collabor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wo levels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hi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y of industry-university synergy, but also improves the level of industry-university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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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惠思想的兴起

在社会科学领域，互惠思想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互惠源于利他，是利他的变种。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André等[1]在19世纪提出了“利他”的概念，认为利他是为他人作出无偿贡献的高尚品德，并指出一个自然人会同时存在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而品德就是利用利他主义对利己主义的本能进行约束。

互惠利他是利他的一种形式，解决了达尔文“利他主义难题”所延伸出来的合作与背叛的选择困境。按照达尔文进化论，利己个体必然会战胜利他个体，然而，非亲缘个体在现实中也会存在着合作进化的现象。互惠利他理论给予“利他主义难题”合理的阐释，认为非亲缘个体的互惠行为促成了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进化[2]。

互惠理论最早出现于生物学领域，然后进入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1971年，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Stenfors等[3]提出了互惠理论，认为互惠是指两个无亲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之间相互交换代价和利益的行为。1981年，密歇根大学Kolp等[4]运用博弈论进一步发展了互惠利他理论，认为个体的互惠利他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互惠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所有社会关系之中，且互惠现象弥漫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互惠包含着3层含义：回报的平等性；回报的即时性；回报的利益性。互惠存在着3种主要形式：广泛的互惠；平衡的互惠；负面的互惠[5]。互惠并不属于有限理性，如果将互惠归于有限理性的范畴，就否认了互惠的价值。有限理性是由于人的认识的狭隘性所致，在有限理性下所发生的关爱行为源于对自身利益获取渠道与功能认识的不足。互惠是对有限理性的超越，互惠偏好下的关爱行为源自经济主体对利益场景的全局性控制，是大彻大悟后的主观行动，不会被任何假象所蒙蔽，在头脑中蕴含着长远的利益获取计划，不仅利己，也惠及他人。

    互惠性经济效应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持着人类经济系统稳健运行的态势。在契约不完全的市场交易中，如果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宣扬的自利偏好来交易，市场经济会注定失败；但是，在现实人类社会中，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失败、没有出现传统契约理论所预测的那种悲观场景，反而愈发红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互惠偏好的支撑。互惠是社会交换的核心原则，是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社会交换得以持续的前提。互惠理论并不否认人的利己动机，认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之间互为前提，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互惠不仅强调公平，也强调诚信，公平和诚信是互惠的灵魂。

2  产学研互惠协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产学研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国家创新战略，数10年来一直得到高度重视，目前已经进入产学研协同阶段。但是，我国产学研效率也一直较低，投入产出比徘徊于世界中等偏下水平，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6]。

互惠性偏好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之间具有天然的拟合性。如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采用互惠性理念和行为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就可以避免理性偏好下的诸多弊端。在经济与管理学领域，互惠性思想当前被应用于多个研究方向，包括心理契约、组织支持、领导力、领导-部属交换、团队-成员交换、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等，这些方向的研究均可以为产学研互惠性协同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撑[7]。

    一方面，互惠性偏好广泛地被应用于团队科技合作方面的研究，认为互惠性合作可以提高科技合作的效率。张德鹏等[8]基于互惠的视角研究了顾客参与创新的团队协作激励问题，发现具有互惠偏好的顾客参与能够提高团队协作的效率，增加企业的期望收益。李柏洲等[9]指出互惠性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进而有效推动企业的原始创新。原驰等[10]基于强互惠理论研究了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行为，发现强互惠可以抑制企业合作创新中的投机行为，推动企业合作创新的深入实施。林润辉等[11]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研究了团队间知识共享问题，发现间接互惠同样可以提升团队之间的知识共享水平，进而提高团队合作效率。李胜男等[12]在研究项目团队合作时发现，科技团队主体之间的互惠性越强，团队之间的合作效果就越好。

    另一方面，互惠性偏好广泛地被应用于团队生产合作方面的研究，认为互惠性合作可以提高团队生产合作的效率。唐瑜等[13]研究发现，无论在静态博弈还是在动态博弈下，互惠动机都可以提高代理人的努力程度，进而提高团队产出。王雪原等[14]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制造企业与合作企业的互惠性程度越高，合作成本就越低、企业绩效就越好。朱学红等[15]研究了互惠偏好下多生产团队系统合作问题，发现互惠偏好对团队的效应函数产生影响，互惠敏感性对团队的生产努力和合作努力程度均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裴学亮等[16]研究了制造企业供应商集成中互惠关系对柔性合作绩效的影响，发现互惠性偏好对订单跟踪追查、专用生产能力、协同计划、准时制补货、卖方管理库存均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产学研协同既是一种生产型团队合作，也是一种科技型团队合作，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可知，互惠性合作不仅可以提高产学研的生产效率，也可以提高产学研的科技效率。当前，产学研互惠性协同方面的研究较少，仅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具有现实的价值，也必将逐渐展开和成熟，最终成为燎原之势，进而反哺于产学研实践。

3  产学研互惠协同的功能

从制度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产学研互惠协同是对不完全契约下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的弥补，可以规避产学研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降低这些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减少产学研成本，进而提升产学研收益。互惠协同在产学研中的积极功能分布在多个方面，且不断扩展。

首先，互惠协同可以减少产学研中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产学研也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也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而损害产学研的合作效率[17]。在互惠性驱动下，合作主体就不会隐瞒自身的缺陷，不会带着谎言来参与，不会乘人之危地对他人进行要挟和敲诈，不会置他人利益于不顾，这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危害自然就会减少。在信息经济学中，对信息不对称危害的克服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仅是希望通过信息披露来提高信息透明度。信息披露是一种外部治理策略，没有渗透到参与主体的主观意识领域，带有强迫性，因而无法根治信息隐藏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互惠性培育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威胁，进而维系产学研项目长治久安的局面。

    其次，互惠协同可以减少产学研利润分配中的冲突。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产学研利润分配一直是一个难题。由于产学研成效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在合约签订时很难对利润分配给予清晰的界定，因而在后期往往滋生争端，成为阻碍产学研项目合作的一个普遍性因素[18]。更有甚者，许多发展势头良好的产学研项目由于不能达成一致的分配协议，在合作初期即告中断。互惠协同可以使合作双方明白事理，明白短期的利益不是真正的利益，明白锱铢必较不会得到更多、更大、更为长久的收益。在利润分配协议签订、实施和调整过程中，如果合作各方能够顾全大局，兼顾他人的利益获取，在必要的时机能够适当地让渡自己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产学研合作中的一些不明智的争端，从而获取最终利益。

再次，互惠性协同可以降低产学研中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是产学研合作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关系到产学研合作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但是，产学研中知识产权充溢着各种风险，抑制了产学研效率的提升。王怀祖等[19]认为，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包括产权风险、侵权风险、成果流失风险和成果实施风险4种主要类型。其中，产权风险包括所有权风险、使用权风险、收益权风险和处置权风险。在互惠性合作环境下，合作双方在知识产权的投入、应用和收益上就会相互谅解，避免在局部环节上相持不下，在必要的时候以对方利益为重，舍弃自己的利益来维系合作大局，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合作气氛，这样，就可以避免诸多知识产权冲突的发生，进而降低风险危害。

    最后，互惠性协同可以降低产学研交易成本。在产学研合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也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导致产学研协同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20]。也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过大，才使许多产学研项目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如何降低产学研中的交易成本，已经成为产学研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制度经济理论认为，交易成本主要由于经济个体之间的不信任所引发，根源在于经济个体的过度自利倾向。产学研交易成本同样由于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极端利己主义所导致，由于过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置合作大局于不顾，必然使交易成本直线上升。互惠性偏好是对自利性偏好的补充、超越和冲击，减弱了产学研参与各方的极端自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交易成本赖以滋生的环境或条件，从而抑制了交易成本的上升，并将交易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  产学研互惠性协同的经济学路径分析

    产学研互惠性协同路径的经济学分析，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互惠性协同的路径，倾向于宏观性的理论分析，从宏观理论上为产学研互惠性协同寻求支持。

首先，政府要大力推进互惠经济的发展。产学研互惠性协同是互惠经济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只要在互惠经济的海洋中才能永不干涸；只有建立了健全的互惠经济体制，才能为产学研互惠协同创造有利的条件。而政府在互惠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21]。无论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在市场引导、调节和控制中的功能都不可忽视。政府要保持自身的廉洁、公正和高效，这是万古不变的市场经济定律。如果政府达不到民众的期望目标，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政府，就要承担破坏经济的罪名。当前，无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着浓重的互惠经济的痕迹，都具有互惠经济的特征，都存在着向互惠经济转化的趋向。我国政府要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审视度势，推动互惠经济的发展，才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为顺畅。

其次，实事求是认识和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在产学研合作契约中，不完全性是一种常态，完全性只是一种偶然状态，任何契约都无法详尽规定合作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22]。也就是说，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任何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都不可能存在确定的、清晰的、静止的边界，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模糊性。随着产学研合作技术水平的提高，这种模糊性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不过，契约不完全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约的无效性。产学研参与各方不仅要对合约的不完全性存在着清醒的认识，也要善于利用这种不完全性，使不完全性的合约发挥出完全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契约不完全性的认识是互惠协同的前提，而互惠协同是解决契约不完全性问题的有效路径，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在互惠环境下，不完全契约比完全契约可能发挥出更大的激励作用。

再次，发挥产权激励的作用。产学研协同也是合作各方的产权协同，产权激励至关重要，是确保协同成功的有力保障。我国产学研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产权清晰度参差不齐，产权的激励效应也相距甚远[23]。一般而言，民营企业的产权较为清晰，产权激励效应较为显著；而国有企业的产权较为模糊，产权激励效应的存在性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在短期内，我国产学研参与主体无法改变自己的产权特征，因此，不管处于产权清晰或产权模糊状态，都要尽力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产权激励实质上是“理性经济人”人性偏好或人性假设在管理过程中的外在展现，是经济个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但与互惠性偏好并不冲突。

第四，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公司治理是我国企业当前最重要的管理形式，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公司治理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求突破。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公司治理无时无刻不发生作用：经理层负责产学研协议的签订和项目实施的调控，董事会负责项目可行性的分析，监事会负责项目进程的监督，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负责产学研经费信息的披露，股东大会负责产学研项目研发质量的评议，员工发挥着各种各样的舆论维护功能。可见，从理论上讲，公司治理是产学研协同的平台，进而使企业的产学研协同达到最优状态。然而，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效率并没有完全得到社会的认可，公司治理的效果远未达到西方企业的境界，因而对产学研协同的促进处于飘忽不定状态。

第五，关注不确定性的存在。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两种主要类型，因此，产学研合作各方，包括外围的参与主体，如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都应该关注和重视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顺应这些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自然规律。技术不确定性是指产学研协同进程中某一时刻的协同效果和最终协同效果存在着不确定性，参与各方对技术的性态及变化趋势不可能具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随着协同复杂度的升高，技术性态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24]。环境不确定性包括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环境不确定性两种类型，前者包括经济、政治、金融、政策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后者包括企业战略设计、制度执行、信息反馈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产学研参与主体在协同过程中，对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及其影响应存在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并坦然面对一切不确定性后果的出现。

最后，坚持不懈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自身的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到产学研协同的效率，因为国有企业是我国产学研的主体之一，许多大型产学研项目都由国有企业来承载。如果国有企业日清月明，产学研协同就会风清月朗；如果国有企业蝇营狗苟，产学研协同就会饔飧不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经40余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改革之路仍很漫长。产权激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但一直未能突破，停留于修修补补的状态。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长期处于争议之中，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监督功能有待挖掘。国有企业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驾齐驱，不能孤立进行。总之，国有企业改革之途仍遍布荆棘、任重道远。

5  产学研互惠性协同的管理学路径分析

产学研互惠性协同路径的管理学分析，就是从管理学的视角来分析互惠性协同的路径，倾向于微观性的实践分析，从微观实践上为产学研互惠性协同寻求支持。

首先，产学研参与各方在协同过程中要具有大局意识。产学研协同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由许许多多带有偶然性的环节所组成，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时刻对当前合作效果和未来合作趋势存在着清晰的判断；同时，合作各方对其他合作伙伴的意图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有时候反而存在着误解。在这种环境下，产学研参与各方要具有大局意识，不能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放眼全局，对他人的意图不要轻易妄加猜测，尽力维护着良好的合作局面，从而使产学研协同在曲折中成长壮大。我国产学研协同项目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参与双方或一方缺乏大局观念，为蝇头小利所困惑，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往往致使合作项目功败垂成。大局意识并非来自天生，而需要自我培养，不断提高自身的战略素养，在反思中前行。

其次，产学研合作各方要具有诚信观念。诚信是市场经济的法宝。可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极为匮乏【表述过于偏激】。也正是由于诚信不足，我国产学研一直未能渐入佳境。由于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产学研参与主体的诚信度也不高，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责难，致使产学研要素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一旦选择了对方，就要报以高度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互惠经济首先是诚信经济，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互惠；如果达不到诚信的要求，就不可能满足互惠的需求。互惠中蕴含着诚信，诚信是互惠的内核。西方产学研项目的成功率远高于我国，诚信功不可没。诚然，诚信建设不仅是对我国产学研协同的挑战，也是对我国整个科技合作市场建设的挑战。

再次，产学研参与各方要具有抵御极端自利的意识和能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引自西方，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市场意识上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因而对经济个体缺乏正确的引导。在产学研合作中，合作双方往往以原始的、粗糙的、极端的“理性经济人”偏好作为自己的利益风向标，盲目追求己方的短期利益，全局意识匮乏，甚至陷对方于崩溃之地，最终落入囚徒困境，不仅达不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易使合作破裂。事实上，从人性假设的视角来分析，我国产学研合作的失败大部分源于合作方的极端自利意识和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产学研参与各方即使缺乏互惠性的理念和思维，但也要克服极端的利己主义倾向，在产学研各个环节适度追求己方的利益，为对方预留合理的利润空间。

    第四，产学研合作方要具有互惠识别能力。在产学研合作伙伴中，仅部分合作伙伴具有互惠性偏好，同时具备互惠性行为，也只有和这样的伙伴进行合作才能构建互惠协同的局面；如果对方是极端利己型参与者，或者是中性互惠者，互惠协同就难以建立。互惠行为的发生必须具备防范欺骗和识别对方心理偏好的能力，如果无法识别和判断对方的互惠程度，互惠行为就会夭折。当然，互惠特性的识别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经过合作双方多次试探和校正才能实现，而不是一个短期行为。在短期内，合作双方都存在着戒备心理，不愿轻易向对方坦露胸怀；而当双方明晰对方的互惠意图之后，互惠协同就会自然形成。产学研互惠协同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瓦解，这也是成本节约所驱动的结果。

第五，产学研参与各方要善于发起互惠。互惠是一种双向行为，而不是一种单向行为，只有在双向互惠行为下互惠才能进入循环。互惠是一种合作状态，互惠的形成需要一方的主动发起；如果没有发起方，互惠难以被激活。在产学研协同中，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参与主体都可以率先发起互惠，进而激活对方的互惠情怀。互惠发起是一种高超的管理行为，要能够最大程度地唤起对方的互惠意识，并转化为互惠回报行为。互惠发起带有试探性，可以实施多次，但必须是有限次，不会是无限次。当发起者觉察到对方不再出现互惠回报意识或互惠回报行为时，就会主动中断互惠发起。互惠发起存在着多种形式，可以在专用性投资上发起，可以在资金投入上发起，也可以在人力资本参与上发起。我国产学研参与方普遍缺乏互惠性发起的技能和经验，许多互惠协同都是在偶然状态下自发形成的，缺乏主动性。

    第六，产学研参与各方要善于回应互惠。在产学研协同中，如果参与一方感受到对方互惠性意图或行为的存在，就要积极地回应对方的互惠，投桃报李，让对方也感受到自身的互惠诚意，这样，互惠协同的循环圈就可以快速构建起来。互惠协同的效率远高于自利协同的效率。但是，由于缺乏互惠性回报，或者对互惠回报缺乏敏感性，导致我国许多产学研项目一直处于狭隘的自利性协同状态之中：在产学研协同主体中，只有少部分成员具有较强的互惠性偏好，当这部分成员进行互惠性发起时，往往得不到互惠性回应；有些成员即使给予了互惠性回应，但互惠信号不明显，或者回应行为产生了偏差，使发起方无法明白回应方的真正意图。在互惠回报中，先有互惠性回报意识，后有互惠性回报行为，因此，互惠回报意识的培育在我国产学研协同中更为重要，应引起参与各方的高度重视，避免功亏一篑。

最后，产学研互惠性协同可以在多个层面展开。产学研协同存在着多个层面的协同：第一个层面是组织之间的协同，即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决策层之间的协同；第二个层面是是团队之间的协同，即高校、研究机构所派出的研发团队与企业的技术团队、生产团队、营销团队、质检团队之间的协同；第三个层面是人员之间的协同，即高校研发人员与企业技术人员、生产人员、营销人员、质检人员之间的协同。在这3个层面都可以实施互惠性协同。产学研互惠性协同可以在3层面同时展开，或者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根据产学研项目的不同环境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要实施得当，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高层的互惠性协同可以带动低层的互惠性协同；而低层的互惠性协同可以激活高层的互惠性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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